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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外包驱动力的实证研究

张月友，方　瑾

摘　要：与传统离岸外包不同，逆向外包的兴起，为发展中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带

来了新契机。更重要的是，逆向外包的出现可能开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方向。本文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世界投

入产出表计算中国服务行业的逆向外包度，实证分析驱动中国实施逆向外包战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发

达国家的服务质量和相对用工成本，及其与中国的双边政治关系亲疏等因素对中国开展逆向外包，具有稳健、

显著的影响。进一步按要素密集度对服务业进行分类回归时发现，除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回归结果表现了与

总体样本模型有较大差异外，其他三类服务行业与总体样本回归具有相似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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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创新全球化的新阶段。它以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为特征，
核心内容是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与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争夺科技工程人才［１］［２］。与发达国家的 “创
新全球化”战略相对应，“逆向外包”是一种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人才争夺的战略形式［３］。作为一
个新词，“逆向外包”较早由森 （Ｓｅｎ）公开报道。Ｓｅｎ［４］发现，为了解决国内航空业发展所面临的
飞行员供给短缺问题，印度和中国通过逆向外包，开始大举从欧洲招募合格飞行员。
逆向外包有三种方式，分别为：直接雇佣 （Ｄｉｒｅｃｔ　Ｈｉｒｅ）、内涵式 （Ｏｒｇａｎｉｃ）和外延式 （Ｉｎｏｒ－

ｇａｎｉｃ）。其中，直接雇佣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直接聘用发达国家人员到本国工作；内涵式是指发展
中国家企业采取在发达国家设立基地并就地雇佣工人开展业务；外延式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采取并
购发达国家企业并开展工作。Ｓｅｎ［４］报道的中国航空公司从欧洲招聘飞行员的案例即属于以上三种
中的第一种，也即为 “直接雇佣”的逆向外包方式。但实际上，尽管相关数据显示，中国于２００８
年启动 “千人计划”工程，截至２０１６年，已经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６　０７４人，但这种逆向外包方
式在中国发生并不多。而其他两种，诸如 “内涵式”和 “外延式”的逆向外包策略，在中国已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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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①。尤其是最近几年，伴随中国 “走出去”战略进入加快实施阶段和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提出 “一带
一路”倡议后，中国企业的 “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和金额逐年增长。据普华永道 “交易服务”相关
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海外并购活动自２０１３年开始整体复苏，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更是双双呈逐年
大幅增长趋势，到２０１７年，其并购数量和金额大于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的总和。中国企业的海外并
购主要青睐于美国和欧洲等技术、知识产权及品牌都较为成熟的市场。通过 “外延式”逆向外包策
略，中国寻求将这些发达国家领先的技术、专利和品牌引入国内市场［５］。那么，具体是哪些因素驱
动了中国越来越多地开展逆向外包实践？或者说，中国企业通过逆向外包在全球选址及进行生产和
服务网络布局时，着重看中的是什么？
作为一种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现象，逆向外包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的

探索阶段，当前的主要学者也集中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直到２００８年６月，在索伦斯公司对
印度的离岸服务外包发生地理逆转现象发布正式研究报告以后，逆向外包这种新潮流才开始引发国
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如果大致将相关研究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很容易发现，规范研究方面的
主要文献涉及对逆向外包的定义与分类和开展逆向外包的条件、作用与意义等的论证。比如，张月
友等［３］率先对逆向外包概念进行了定义，并在模型化发展中国家开展逆向外包的合理性方面，做了
初步尝试。江小涓等把逆向外包上升到企业／国家战略层面，呼吁中国应抓住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低
迷这一机会，通过积极实施逆向外包战略，提升本国企业实力和对外开放水平［６］（Ｐ６０）［７］［８］。Ｋｅｄｉａ
等［９］讨论了逆向外包的成因。刘丹鹭等［１０］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开展逆向外包需要具备的条件。郑飞
虎等［１１］区分了在岸逆向外包和离岸逆向外包的不同，等等。近年来，伴随国际服务外包的兴起和
中国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文件的出台和实施，逆向外包作为一个新兴的热点主题，得到
国内外学者 （尤其是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逆向外包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不过，从
研究方向上看，大多聚焦于逆向外包对作为发包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比如，陆续有学者实证分
析逆向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１２］［１３］、成本节约［１４］、就业结构［１５］、生产率［１６］［１７］、创新绩
效［１８］［１９］和技术进步［２０］［２１］等的影响。总体而言，学者们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逆向外包战略的关注
仍然不足［２２］，尤其是，尚未发现有关逆向外包驱动力的实证研究，而这本该是在实证研究逆向外
包的影响之前就要厘清的问题。本文尝试填补这一学术空白。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是驱动传统离岸外包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对于逆向外包，张月友等［３］认为
除了考虑到劳动力成本及服务素质外，企业战略和靠近东道国市场等也是推动离岸服务外包发生地
理逆转的重要因素。借鉴以往相关文献思想并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
综合考察东道国的服务质量和用工成本、外包活动中中外双方可交流情况、中外双边政治关系以及
与传统离岸外包的联系等五个因素对中国开展逆向外包业务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位置，并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长期处于

—４５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近几年，作为一种海外存在，中国企业通过 “内涵式 ”逆向外包，在海外设立研发基地，获取国际先进智力资源的
案例也不胜枚举。例如，在汽车行业，长安汽车分别于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１年，分别在意大利都灵、日本横滨、英国诺
丁汉和美国底特律设立研发中心；在航空行业，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３年远赴美国洛杉矶创办研发基地；在通信、

ＩＣＰ和家用电器行业，华为在英、法、加拿大等多国设立研发中心，美国硅谷更是吸引了百度、长虹、苏宁等多家中国企业的
海外研发中心落户。具体参见：马丹等 ．集智海外，创新共赢———探访中国海外研发基地［ＤＢ／ＯＬ］．新华网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５－０６／１８／ｃ＿１１１５６６３３５８．ｈｔｍ。



“微笑曲线”底部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高素质人才和高端科技技术的需求愈加迫切。但如何在较短
的时间内成功获取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是一道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现实难题，中国也不例外。由
于逆向外包的主要发包对象是发达国家，相比传统的离岸服务外包，逆向外包对知识、技术溢出作
用更强。非发达国家通过实施逆向外包能够变被动为主动［２０］，通过与逆向外包中发达国家的接包
企业签订附加协议和合同条款等方式，要求其对本国企业的员工开展技能培训，发展中国家还能更
好地获取全球先进技术和创新资源［１］。因而，作为非发达国家网罗全球创新资源的逆向外包，对承
接国本身的技术发展和高级生产要素有较高的要求。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基于创新驱动追求，某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可能向该国进行逆向外包。
在传统的离岸外包关系中，作为发包国的发达国家，为了实现成本套利，经常将一些低技术含

量、标准化的制造业业务外包至中国和印度这类拥有优渥的人口资源优势的低用工成本国家［２３］。
但正如假设一那样，在标志着离岸外包业务发生了地理逆转的逆向外包关系中，资本禀赋并不占优
势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在意用工成本的高低。相反，仅从地理位置转换来看，逆向外包中离岸外
包承接方的转变似乎正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用工成本的升高。如何理解这种单纯的从绝对工资
水平比较视角得出的看似荒谬的结论呢？Ｈａｈｎ［２２］的研究发现，逆向外包中，发达国家的高素质人
才及其高科技技术不仅保证了这种离岸外包业务能更高效的完成，且能带来发展中国家企业时间成
本的节约，更重要的是，还能为作为发包国的发展中国家带来高素质的服务回报。根据这一思想，
如果在价格中纳入质量因素，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同样质量的服务供给，很容易推测，发达国家的绝
对用工成本虽然很高，但其相对用工成本很可能是低的。如此，通过逆向外包，发展中国家虽然无
法像传统离岸外包中的发达国家那样寻求绝对成本套利，但可以进行相对成本套利。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进行这种相对成本套利的过程，可以通过考察相对服务质量的劳动用工成本指标的变化观察
到。比如，将相对服务质量的劳动用工成本定义为单位服务质量的劳动力用工价格，即相对服务质
量的用工成本＝用工成本／服务质量［３］。可以发现，从该指标的比值看，只要分母的服务质量提升
幅度高于分子的工资水平提高幅度，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相对成本套利便成为可能。所
谓的 “高工资可能是低成本”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一国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越低，中国企业越有动力向该国开展逆向外包。
除了追求高技术服务和进行成本套利之外，语言、文化、政治、法律及教育等的差异也是影响

离岸外包发展的主要因素［２４］。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世界经济地位的快速
提升，汉语正逐步朝着全球第二语言的目标逼近。同时，汉语的学习也充分渗入到各发达国家，为
中国与其发展国际贸易奠定了更为坚实的语言基础。在传统的离岸外包活动中，接包国与发包国之
间的语言相通，不仅能减轻因地理距离导致的心理障碍，有助于外包活动的有效进行，而且能降低
因沟通障碍导致的贸易成本。比如英语作为国际官方语言，随着英语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普及，英
语为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的发包业务提供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际影响
力逐步逼近中国，与中国共同作为制造业离岸外包的承接大国，其最大优势之一正是英语是其官方
语言［２５］。Ｄｏｈ等［２６］甚至发现，那些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更能够吸引同样说英语的国家对其开展ＦＤＩ。
因此，在逆向外包过程中，作为接包方的发达国家能否熟练掌握发展中国家的语言，也理应被认为
是推动中国对其成功开展逆向外包活动的另一重要驱动力。鉴于此，本文将各发达国家的汉语水平
纳入到可能影响中国对其开展逆向外包的关键因素之中。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三：发达国家掌握汉语水平越高，中国越有可能向该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
国际政治关系与经贸互动之间的联系一直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随着时代

背景的转变，各国意识到单纯靠军事力量的强大来增强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手段已难以为继，和平发
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以建立友好的国际政治关系为基础，共同促进以经济为核心及科技创新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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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国力的强盛成为各国的制胜之道。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也使得国家间政治关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
良性互动逐渐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潘镇等［２７］认为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属于重要的双边制度联系，良
好的政治关系增强了经济和贸易活动往来的积极性。一方面，企业可以从中得到信号，预期东道国更
愿意接纳关系友好国家企业的进入，从而加强企业未来成功的信心；另一方面，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
场后，不可避免地需要和当地政府打交道，同时还面临着东道国的制度风险。一般来说，东道国视其
与企业母国友好关系的差异，相关政策各不相同。比如在彼此关系友好的国家，东道国可能根据双方
协定给予投资企业 “安家落户”的优惠政策［２８］。由于逆向外包属于跨国界的贸易活动，同时受到母国
及东道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在当下中国政府鼓励企业 “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东道国制度与我国制度
的不同，使得我国对其开展逆向外包面临着许多复杂因素和不确定性。而东道国与我国间友好的双边
外交关系为这种不确定性降低了风险。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四：与中国政治关系越友好的发达国家，中国越愿意对其开展逆向外包。
逆向外包的形式有多种，其中有一种只是作为发达国家离岸外包整体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存

在，属于发达国家企业充当主导外包角色下的一个子包业务过程［３］［６］（Ｐ６０）［２９］。驱动这种逆向外包的
因素，索罗斯认为，为了更好地完成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外包及其交付任务，发展中国家通过在原发
包方的发达国家建立子公司或离岸交付中心，不仅更靠近目标市场，方便与发包方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与沟通，还能达到有效规避市场管制和开拓更大客户群的目的［３］［２９］。因此，可以认为中国以往
承接国际离岸外包活动的情况，有可能深刻影响这类新的逆向外包业务的开展。综上所述，提出如
下假设：
假设五：中国承接发达国家离岸外包业务越多，越有动力对该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
综上，如果各用一句话进行总结，五个驱动中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假说可以通俗地表达为：“当

我们国家做不了时，外包给别国做”、“当别国做比国内做便宜时，外包给别国做”、“如果外包给别
国做，倾向于外包给与我国有 ‘共同语言’的别国做”、“如果外包给别国做，倾向于外包给与我国
有良好国际关系的别国做”和 “旧的外包历史会影响未来新的外包业务开展”。

三、变量界定与计量模型

（一）逆向外包度指标设计
自传统离岸外包兴起之后，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定义。其中，以Ｆｅｅｎｓｔｒａ和 Ｈａｎ－

ｓｏｎ［３０］［３１］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离岸外包就是从国外的服务供应商处购买用于本国生产的中间投入。
同样，Ｃｒｉｎò［３２］在有关服务离岸外包对白领阶层就业影响的研究中指出，在离岸外包过程中，存在
这样一种情况：发包国将一部分业务分离至国外完成之后，会重新购买这些业务／产品来完成国内
剩余的服务或生产流程。基于类似观点，国际上涌现出大量有关离岸外包的测度方法。目前，应用
最为广泛的是Ｆｅｅｎｓｔｒａ和 Ｈａｎｓｏｎ［３０］［３１］创造的ＦＨ离岸外移指数，其外包度用公式表示为：

ＯＳＳｉ＝∑
ｊ

Ｘｊｉ
Ｙｉ
Ｍｊ

Ｃｊ
（１）

其中，Ｘｊｉ 代表第ｉ行业生产所需第ｊ行业的中间投入；Ｙｉ代表第ｉ行业生产所需中间产品的总

投入；Ｍｊ表示对第ｊ行业的总进口；Ｃｊ表示对第ｊ行业的总消费；
Ｘｊｉ
Ｙｉ
衡量了生产一单位ｉ行业产

品的总投入中来源于第ｊ行业产品的比重；
Ｍｊ
Ｃｊ
衡量了国内对第ｊ行业的总消费来源于进口的比重。

因此，两者相乘的经济学含义就是，从国外第ｊ行业进口产品投入到第ｉ行业生产中的数量占第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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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总产出的比例，对ｊ的取值加总求和所得到的ＯＳＳｉ，即为第ｉ行业生产对外国总中间投入产品
的利用率，可近似表示为第ｉ行业的外包度。ＯＳＳ的取值范围为０到１，其值越接近于１，说明中
间投入品中来自国外的需求较多，其离岸外包度也就越高；反之，说明中间投入品中来自国外的需
求越少，其离岸外包度也就越低。
自ＦＨ离岸外移指数推出以来，众多国内外学者以此方法为基础，构建出符合自身研究需要的

离岸外包测度指标。例如，国内学者孟雪［１６］在研究中国开展逆向外包对本国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中
便认为，中国第ｉ行业的逆向外包度可表示为如下公式：

ＲＯＳＳｉ＝∑
ｊ

Ｘｊｉ
Ｙｉ
ＫＦ
ｊ

Ｋｊ
（２）

其中，Ｘｊｉ 代表第ｉ行业使用第ｊ生产性服务行业的产值；Ｙｉ代表第ｉ行业生产所需中间产品的

总投入；ＫＦｊ 表示第ｊ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情况；Ｋｊ表示第ｊ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投资总额；
Ｘｊｉ
Ｙｉ

表示为生产一单位第ｉ行业产品，总投入中来自第ｊ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比重；
ＫＦｊ
Ｋｊ
表示第ｊ生产性服

务行业的总投资中来自于外资的比例。两者相乘的经济学含义为，投入到第ｉ行业的来自国外第ｊ
生产性服务业的数量占ｉ行业总产出的比重。对ｊ的取值加总求和便得到ＲＯＳＳ１，即为本国第ｉ行
业的生产对外国总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的利用率，可近似表示为中国第ｉ产业的外包度。取值情
况同公式 （１）的分析。
由于本文以中国为发包方，讨论作为接包国的发达国家的各要素对于中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影

响，且是研究中国的总体服务业而非单个细分服务行业的逆向外包情况，不能直接套用上述指标，
需要另行设计逆向外包度指标。因此，借鉴上述各类测度离岸外包的方法，本文构建中国对某单个
接包国家的逆向外包度公式为：

ＲＯＳＳｉ＝∑ｋ∑ｊ

Ｘｊｉｋ
Ｙｋ

（３）

其中，Ｘｊｉｋ表示第ｋ服务业行业生产所用到的第ｉ国家第ｊ服务业行业的中间投入，Ｙｋ 表示第ｋ

服务业行业生产所需的全部中间投入，Ｘ
ｊ
ｉｋ

Ｙｋ
则代表第ｋ服务业行业利用第ｉ国家第ｊ服务业作为中间

投入的数量占其总投入的比重。分别对ｋ和ｊ的取值加总求和便得到公式 （３）。其经济学含义为，
中国开展逆向外包时，利用第ｉ国家服务业中间投入的情况，也即中国企业对第ｉ国家开展的逆向
外包度，其取值范围大于等于０，但不再必须小于等于１。这是因为，如果中国某服务业细分行业
的中间投入服务全部来源于某一发达国家，则中国该细分服务业行业的逆向外包度就为１，加总各
细分服务业后的中国总服务业逆向外包度必然大于１。例如，２００７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家
庭作为雇主的活动及未分化的商品和服务这一大类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全部来自于英国，因此，中国
这一大类服务行业对英国的外包度就为１，该年中国总服务业对英国的外包度便达到了１．０３，也
即，该年中国对英国的逆向外包度就为１．０３。

（二）主要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依据上述对逆向外包的测度方法，将中国作为母国对发达国家开展的逆向外

包的外包度 （ＲＯＳＳｉ＝∑ｋ∑ｊ

Ｘｊｉｋ
Ｙｋ
）作为被解释变量。计算该指标所需要的相关数据全部来源于

历年 《世界投入产出表》（ＷＩＯＤ）和 《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最新的 《世界投入产出表》（ＷＩＯＤ）
数据更新到２０１４年，而逆向外包现象又较早由森 （Ｓｅｎ）在２００５年发现，因此，本文将考察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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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再由于逆向外包的接包国主要是发达国家，故本文选择考察期间，综合发展程
度较快的１６个发达国家作为考察对象，具体包括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爱尔兰、美国、
加拿大、瑞典、瑞士、英国、韩国、日本、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比利时。

２．解释变量：工资水平、相对服务质量用工成本、汉语水平、双边外交关系和传统外包度。
（１）工资水平 （Ｗａｇｅ）：根据假设１，获得服务质量满足或创新资源是发展中国家进行逆向外

包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且待接包国家的服务质量和创新资源水平可由该国家工资水平来衡量，即某
一国的工资越高，则认为该国拥有较高的服务质量，或者认为从该国能获得较高的创新资源。因
此，本文将分别查找上述１６个发达国家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间的平均工资水平①，其数据来源于世界
银行。同时，根据当年实际平均汇率水平，将１６个国家的工资额换算为以人民币表示的工资额。

（２）相对服务质量用工成本 （Ｃｏｓｔ）：根据上文可以知道，本文认为待接包国家低的相对用工
成本 （质量用工成本＝用工成本／服务质量）也是逆向外包的驱动力之一。这里的用工成本同样采
用上述各发达国家平均工资水平表示；而对于服务质量的测量，为避免与变量ａ重复，用一国总人
数中接受高等教育水平的人数比例来表示，即一国公民的受教育率越高，则认为该国的服务质量越
高［２］。因此，将收集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间，１６个发达国家在各年里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数比例来
衡量这些国家提供服务的质量水平，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３）汉语水平 （Ｃｈｉｎｅｓｅ）：由于语言为两国之间能否进行有效沟通的工具，又由于本文实施逆向
外包的国家是中国，因此，本文将考察１６个发达国家使用的汉语情况，该信息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
局所著的 “世界概况”。借鉴Ｈａｈｎ［２２］的研究，某国家使用汉语人数位居该国使用各个语言人数的前三
名之内，则认为该国使用汉语的水平非常高。本文将此变量定义为虚拟变量，表达式如下：

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ｔ ＝
１　ｉｆ　ｉ国家使用汉语人数排名前三之内
０　ｉｆ　烅
烄

烆 其他
（４）

（４）双边外交关系：国家间政治关系涉及多个领域和层次，资料收集也极其繁杂且难以梳理，
因此，学术界目前为止仍未有能全方位准确衡量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方法。本文参考以往文献分别以
以下两种方法对双边政治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第一，双边来往：在以往文献中，学者们普遍采用大事件分析法度量国家间政治关系。张建红

等［３３］采用高层互访事件赋值法对两国间发生的外交事件进行统计归纳赋值。此外交事件主要指双边
外交访问，包括两国副部级及以上级别的政治领导人互访、在第三国会晤及互相问候。其中，将国家
元首级互访、会晤和问候的事件分别赋值为２，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外交事件赋值为１，最后以这些事
件所得到的平均值来表示双边政治关系亲厚水平。本文借鉴以上方法衡量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间中国与１６
个发达国家的友好程度，但为了更加客观比较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关系的亲密差别，最终以各年事件
赋值总值代表两国双边来往程度，其数据来源于中国外交部网站和新华社相关新闻报道。
第二，外交关系级别：除以上外交事件外，中国还同多个国家以建交的形式达成友好关系。受

潘镇等［２７］利用外交关系级别作为衡量两国间政治关系友好程度指标的启示，本文对国家间是否建
立建交、合作和伙伴等关系进行赋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除单纯建交外，还形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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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平均工资水平是指从事所有行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根据定义，由于逆向外包特指服务行业，本文利用发达国
家服务业平均工资应更能准确衡量承接国的服务质量，但在下文中，为避免质量用工成本中用工成本与服务质量指标设计
的重复，本文也利用受高等教育率来衡量服务质量，而出于统计上的困难，受高等教育人数中从事服务行业情况难以了解，

本文未区分服务行业受教育情况，为相对服务质量用工成本指标（用工成本／服务质量）的合理性，本文选用所有行业在内的
平均工资水平来计算。另外，在各样本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服务业占比最大，因而，利用所有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来近似衡
量服务业工资水平也是合理的。



种程度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对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间中国分别与１６个发达国家建交的实际情况的搜
集，将各类关系依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不建交、单纯建交、合作关系、全面合作关系、全方位合作
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九种情况，并
且依次赋值为０、１、２、３、４、５、６、７和８。其主要划分等级依据为：首先，国家所有后续外交关
系以建交为基础；其次，战略伙伴关系指的不仅是普通的合作关系，其辐射范围更广，涉及军事等
更加核心领域的合作，且彼此之间达到了一定的信任度，在重大问题中不存在根本分歧，而合作关
系涉及范围较小，且容忍对重大事件意见分歧的存在，因此，外交关系级别中，战略伙伴级别高于
合作关系级别；另外，无论是在合作还是伙伴关系中，“全方位”指的是多维的、立体的，比 “全
面”涉及范围更广更深。以上外交关系信息来源于中国外交部网站。其中，由于中美、中日间外交
关系复杂多变，因此，借鉴潘镇等［２７］对国家外交关系的划分，将中美与中日间关系定位为建交。

（５）传统离岸外包度：由于假设５预计存在部分逆向外包可能属于传统外包下的子包业务过
程，因此，将发达国家作为发包方，将业务外包至中国的传统外包开展情况纳入到中国对该发达国
家开展逆向外包的影响因素中。同样，借鉴以往文献对外包度的定义［３０］［３１］，本文将发达国家对中
国的传统离岸外包度构建为公式 （５）：

ｏｓｓｉ＝∑ｍ∑ｎ

Ｘｎｉｍ
Ｙｍ

（５）

式 （５）中，Ｘｎｉｍ表示第ｉ国家第ｍ 行业 （这里不再局限于服务业）生产所用到的中国第ｎ行业

的中间投入，Ｙｍ 表示第ｉ国家第ｍ 行业生产所需的全部中间投入，则
Ｘｎｉｍ
Ｙｍ
代表第ｉ国家第ｍ 行业利

用中国第ｎ行业产出作为中间投入占其总投入的比重。对ｎ和ｍ 分别加总求和便得到的公式 （５），
表示为传统离岸外包中发达国家利用中国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占其总投入的比重，也即为发达国家
对中国的离岸外包度。本文主要考察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间，上述１６个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传统离岸外包
程度，数据同样来源于历年 《世界投入产出表》（ＷＩＯＤ）。

（三）控制变量
由于本文关于影响中国逆向外包开展因素的研究主要来源于接包国方，并未考虑本国因素，因

此，需要考虑将影响逆向外包业务开展的中国因素纳入到控制变量中。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有母国
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 《中国技术进步发展报告》。首先，一般来说，本国劳动力成本越高，对企
业开展逆向外包越有推动作用。且随着本国人均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发达国家企业陆续撤出中国
市场，该因素可能对逆向外包的兴起有着潜在的促进作用。因此，研究及控制该变量有其必要性。

劳动力成本用平均劳动工资表示。其次，一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其对外开展逆向外包的重要依
托，该指标可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再次，在全球范围对高新技术的寻求是发展中国家开展逆
向外包的重要原因之一［２０］，而作为逆向外包的发包国，其自身的技术进步情况可能会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逆向外包的开展。最后，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直接影响该国企业的外包活跃度，很难想
象严重封闭的经济国家会有高的逆向外包度。本文的技术进步指标用中国授权专利量来表示。贸易
开放程度采用进出口贸易总规模与国内ＧＤＰ的比值来衡量。另外，为避免上述各控制变量间存在
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为了更合理地体现出中国与各样本发达国家间的差异，将中国的平均劳动工
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技术进步和贸易开放度调整为相对１６个发达国家的相对平均劳动工资
（Ｒｅｈｏｍｅｃｏｓｔ）、相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Ｒｅｇｄｐ）、相对技术进步 （Ｒｅａｄｖａｎｃｅ）和相对贸易开放度
（Ｒｅｏｐｅｎｉｎｇ），其中各计算指标需要的发达国家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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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设定与回归分析

（一）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假设，将模型初步设定为：

ＲＯＳＳｉｔ ＝β０＋β１ｗａｇｅｉｔ＋β２ｃｏｓｔｉｔ＋β３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ｔ＋β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ｉｔ＋β５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２ｉｔ＋β６ＯＳＳｉｔ＋εｉｔ
（６）

其中ｉ代表逆向外包的东道国，也即发达国家，ｔ代表年份，βｉ是系数。

１．对 （６）式函数形式进行检验。通过对模型的ｌｉｎｋｔｅｓｔ和各变量的ＲＥＳＥＴ检验，发现上述
模型存在遗漏变量二次项的情况。由于被解释变量的平方项包含了各解释变量二次项的信息，因
此，将ＲＯＳＳ２ 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中，并通过了ｌｉｎｋｔｅｓｔ检验。

２．计算方差膨胀因子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最大的ｖｉｆ仅有５．１６，远小于１０，因
此，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影响模型回归的有效性。

３．处理内生性问题。首先，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本文主要考察东道国方面的
因素对母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影响，而忽略了母国本身因素。为减弱遗漏重要变量而导致模型误差，
主要从母国政治支持程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引入可能对逆向外包产生影响的因素。
其次，对各主要解释变量进行ＤＷＨ检验以确定其内生性，检验发现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的ＤＷＨ 检验Ｐ
值小于０．０５，故进一步通过引入工具变量的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由于国家间经济贸易互动情况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国间的交往是否密切，因此，将中国分别对１６个发达国家的滞后一期货物
进出口总额 （ＩＥ）作为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的工具变量，并通过了该变量的外生性检验和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的
相关性检验，故确定其为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的有效工具变量。

４．消除异方差问题。利用ＢＰ检验的方法检验异方差问题，发现部分变量未通过检验。考虑使
用 ＷＬＳ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发现，ＷＬＳ估计方法虽提高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但主要解释
变量ｗａｇｅ的系数变为负，与理论预期不符，因此，将利用稳健标准误来解决异方差问题。

５．考虑到传统离岸外包的存在对当期逆向外包业务的开展有滞后影响，因此，模型将引入其
滞后一期的变量加以检验。

６．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主要有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三大类，通过Ｆ
检验、ＬＭ检验和ｈｕａｓｍａｎ检验分别确定模型应选用个体和时间双向的固定效应模型①。
经过以上处理，本文将模型 （６）重新构建为：

ＲＯＳＳｉｔ＝β０＋β１ｗａｇｅｉｔ＋β２ｃｏｓｔｉｔ＋β３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ｔ＋β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ｉｔ＋β５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２ｉｔ＋β６ＯＳＳｉｔ＋β７ＯＳＳ＿Ｌｉｔ

＋β８ＲＯＳＳ
２
ｉｔ＋β９ｒｅｈｏｍｅｃｏｓｔｉｔ＋β１０ｒｅｇｄｐｉｔ＋β１１ｒ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ｉｔ＋β１２ｒ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ｉｔ＋∑ｙｅａｒ＋εｉｔ （７）

其中，ＯＳＳ＿Ｌ为ＯＳＳ滞后一期变量，∑ｙｅａｒ为考虑模型的时间效应。
（二）描述性统计
表１是对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１可以看出，中国对１６个发达国家的逆向外包

度的最小值为０．０００　３６９　８，最大值为１．０３４　１４６，平均值只有０．０２９，说明中国对各发达国家的逆
向外包差异较大。驱动中国开展逆向外包的各因素中，有效工资 （Ｗａｇｅ）、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
本 （Ｃｏｓｔ）、汉语水平 （Ｃｈｉｎｅｓｅ）、双边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２）和传统外包度 （Ｏｓｓ）的标
准差分别为７．８８５　３３２、０．３６３　２６８　２、０．４４１　３７４　４、７．９１６　１２６、２．５４４　６９５和０．０９２　８２２　５，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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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文章篇幅，正文中未报告上述各类检验结果。



之间差异较大，说明各因素对中国开展逆向外包业务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无法
直接观察出各因素对逆向外包业务开展的具体影响程度，需要进一步研究。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ｏｓｓ　 １６０　 ０．０２９　１２４１　 ０．０８３　８３１　３　 ０．０００　３６９　８　 １．０３４　１４６
ｗａｇｅ　 １６０　 ３２．０１１　３４　 ７．８８５　３３２　 １４．４０６　５８　 ５４．７９７　４３
ｃｏｓｔ　 １６０　 ０．９７４　３７０　５　 ０．３６３　２６８　２　 ０．４３０　８２３　１　 １．９０９　６４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０　 ０．２６２　５　 ０．４４１　３７４　４　 ０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　 １６０　 ８．８１８　７５　 ７．９１６　１２６　 ０　 ３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２　 １６０　 ３．２　 ２．５４４　６９５　 １　 ８
ｏｓｓ　 １６０　 ０．１６３　４２１　９　 ０．０９２　８２２　５　 ０．０１５　７３２　５　 ０．４３３　７４７　５
ｏｓｓ＿Ｌ　 １４４　 ０．１５６　１８　 ０．０８８　１８３　５　 ０．０１５　７３２　５　 ０．４３３　７４７　５
ｒｅｃｏｓｔ　 １６０　 ０．１４１　８１２　 ０．０４６　５３７　２　 ０．０１４　６３０　５　 ０．２８３　１７９　３
ｒｅｇｄｐ　 １６０　 ０．１００　３８５　 ０．０５１　４０９　５　 ０．０３１　７５３　 ０．２７１　４９５　５
ｒｅｏｐｅｎｉｎｇ　 １６０　 １．００３　０５６　 ０．５６５　１６１　３　 ０．２３８　９２１　 ２．９８８　２７７
ｒｅａｄｖａｎｃｅ　 １６０　 １６８．０８９　３　 ３３９．０５９　３　 ０．２５４　０６３　 ３　０４６．１４１

　　资料来源：作者通过ｓｔａｔａ计算。

（三）回归分析
依托 （７）式进行回归，得到各模型实证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其中，作为参照系，模型１为使

用稳健标准误的ＯＬＳ回归，并在有效控制母国相对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和贸
易开放程度变量的情况下对模型进行检验。模型２和模型３为逐步固定个体和时间效应的模型。另
外，与其他国家相比，由于国家间的外包活动开展越频繁，就越可能加深两国间的政治来往，这就使

表２　逆向外包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ｗａｇｅ　 ０．０００　０７３　３　 ０．０００　１９７　２　 ０．０００　６８２　３＊＊ ０．０００　９２２　１＊＊＊

（０．６３） （０．５０） （２．０６） （２．８０）
ｃｏｓｔ －０．０１３　６４５　１＊＊＊ －０．０２８　０３１　９＊＊＊ －０．０３２　８７６　６＊＊＊ －０．０２９　３６１　９＊＊＊

（－４．７２） （－３．４６） （－４．３８） （－５．２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０．００４　１５０　７　 ０．００１　６２９　 ０．００３　５８６　５　 ０．００４　５２１

（－１．６３） （０．３７） （１．０９） （１．４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１　２＊＊＊ ０．０００　２８６　６＊＊ ０．０００　２７７　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８　２

（７．５６） （２．２１） （１．９１） （０．１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２ －０．００１　８６５　７＊＊＊ ０．０００　０５６　２　 ０．０００　０８１　９　 ０．０００　１１９　２

（－５．７９）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２８）
ｏｓｓ　 ０．０１０　０４０　２　 ０．０１１　７２２　８　 ０．０１０　２８６　 ０．０１３　８８２　７＊

（０．５４） （１．３１） （１．０３） （１．７３）
ｏｓｓ＿Ｌ　 ０．０２６　１７９　２ －０．００２　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５３　７ －０．００１　３１５

（１．３２）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１５）
＿ｃｏｎｓ　 ０．０１０　４２０　２　 ０．０１７　９１０　１ －０．０１３　０８３　９ －０．０００　６７８　２

（１．３２） （０．８９） （－１．１４） （－０．９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国家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２８
Ｒ２　 ０．９９２　２　 ０．９８２　２　 ０．９７６　６　 ０．９８０　０

　　注：在面板工具变量法模型５中，回归系数下方为ｚ统计量，在其他固定效应模型中，回归系数下方为ｔ统计

量。＊、＊＊和＊＊＊分别表示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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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逆向外包度与国家间双边关系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在模型４中引入工具变量 “同各东
道国滞后一期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 （ｉｅ＿Ｌ）”来处理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如下：在各模型检验结
果中，以工资衡量的东道国技术水平的系数都为正，其中模型３和模型４分别通过了５％和１％水平下
的显著性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假设１的猜想，即发达国家的高服务质量是发展中国家对其开
展逆向外包的重要驱动力；同样，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在各模型中的系数为负，且在所有模型中
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了逆向外包与传统离岸外包类似，同样追求低用工成本，只是在发展
中国家发起的这种新型离岸外包中，发展中国家追求的不是低的绝对用工成本，而是低的相对用工成
本；另外，受全球学习汉语浪潮的启发，本文将各东道国使用汉语情况纳入到逆向外包驱动力探究的
模型中，但实证结果的显著性并不理想，模型１甚至表现出与预期结论相反的情况，基于对该变量数
据的统计梳理和实证结果，我们作出猜想：东道国精通汉语对逆向外包业务的开展的确有促进作用，
但基于汉语在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普及的现实情况，汉语对逆向外包的驱动作用被极大弱化，也就是
说，若汉语如英语一样在全球普及，则各发达国家的汉语使用程度差异可能才会对逆向外包的开展有
不同影响，如同英语的作用已在传统离岸外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一样。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本文还
引入了国家间政治关系因素来考察其对逆向外包的驱动作用。其中，国家间双边来往变量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
的系数在各模型的系数为正，并且大多模型都通过了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检验，这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
假说４。但另一以伙伴关系级数来衡量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变量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２的检验结果并不理想，大部
分检验结果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在部分模型中的系数为负。通过观察数据发现，出现上述结果的
可能原因为，以伙伴关系定义的国家间外交级别太过单一，没有以国家领导人的实际互动往来情况衡
量的双边关系具体，因此，加大了检验结果的误差；最后，对于中国作为接包方的传统外包度及其滞
后一期变量对我国开展逆向外包的驱动效果进行研究，检验结果表明，传统离岸外包的确带动了逆向
外包活动的开展，但效果并不显著；而且其滞后一期变量的实证结果与理论预期不相符，大部分模型
的系数检验都为负，可见，传统离岸外包并不如预期估计的那样对逆向外包有强烈的正向驱动作用，
出现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为：一方面，在逆向外包活动中，的确存在其属于发达国家企业充当主导外
包角色下的一个子包业务过程，但目前存在的逆向外包业务中，大部分是新开展的活动；另一方面，
近些年来，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升高，外资企业不断撤离中国市场前往其他更低成本的国家，比如
东南亚，导致中国作为接包方的外包活动大大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传统离岸外包对逆向外
包这种新型外包活动的带动作用。

（四）分行业逆向外包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
根据张月友等［３］对逆向外包的定义可以发现，逆向外包的离岸服务对象是服务业而非制造业。

考虑到服务业各分行业间具有强异质性特征，本文对逆向外包影响因素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到服务业
分行业。为考察各因素对服务业分行业逆向外包的影响情况，参考Ｒａｈｍａｎ等［３４］和樊茂清［３５］的划
分，先按要素密集度将服务业分为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教育和公共服务业四大
类 （如表３所示）。根据 《世界投入产出表》（ＷＩＯＤ），了解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中国四大类服务业中间
投入情况，并分别计算出中国作为发包母国对１６个发达国家按服务业行业分类的逆向外包度。

表３　服务业按要素密集度分类

类别 服务行业

资本密集型 房地产业；各类运输业；信息和通讯；电力、煤气和水的供应
劳动密集型 建筑业；各类零售和批发 （不含汽车和摩托车）；汽车和摩托车的销售、保养和维修；燃料的

零售；家庭物品的修理；私人雇佣的家庭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其他辅助运输活动
知识密集型 金融业；租赁和其他商业服务

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业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国防及社会保障业；其他社区、社会及个人公共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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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汇报了按要素密集度分类的服务业分行业逆向外包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以资本密集型服
务业逆向外包度为因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相比于表２中总体样本回归的检验结果，工资水平、相
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和双边来往变量的驱动力效果依然显著。另外，以伙伴关系衡量的外交关系
级别也变得显著为正。总体上，相比于表２的样本回归结果，以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逆向外包度为因
变量的实证效果更加理想，可能原因在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外包在整体服务业外包中占主要部
分，各主要因素对其影响程度更加明显。

表４　按要素密度分服务行业逆向外包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变量 ｒｏｓｓｃ ｒｏｓｓｌ ｒｏｓｓｋ ｒｏｓｓｐ

ｗａｇｅ　 ０．０００　８０８　５＊＊＊ －０．０００　１８３　７＊＊＊ ０．０００　２７９　９＊ 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２
（２．８５） （－３．１４） （１．５５） （０．４６）

ｃｏｓｔ －０．０３６　１３２　１＊＊＊ ０．００６　９１５　２＊＊＊ －０．０１０　３９７　１＊＊＊ －０．０００　５８８　５
（－５．５９） （５．２０） （－３．４１） （－０．７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０．０００　２７０　９　 ０．００１　４８１＊＊＊ －０．０００　１６８　７　 ０．０００　７２５　２＊＊

（－０．１０） （２．５５） （－０．１０） （２．０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　 ０．０００　２８２　５＊＊ ３．９６ｅ－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２５　６　 ０．０００　０１６　５

（２．２７） （０．０２） （－０．４７） （１．０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２　 ０．０００　６７９　３＊ ０．０００　０４９ －０．０００　１８０　７　 ０．０００　０２１　５

（１．７９） （０．６３） （－０．７８） （０．４６）
ｏｓｓ　 ０．００７　９０１　４　 ０．００１　７１２　７　 ０．００２　５０７　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４

（０．９２） （０．９７） （０．５７） （０．９４）
ｏｓｓ＿Ｌ　 ０．００１　３９６　２　 ０．００１　９５４　９ －０．０００　６６６　６ －１．１７ｅ－０６

（０．１５） （１．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０）
＿ｃｏｎｓ －０．０１４　２９４　２　 ０．００２　２４３　９　 ０．０００　３４９　５ －０．００１　８４４

（－１．５２） （１．１１） （０．８８） （－１．５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Ｒ２　 ０．７４５　８　 ０．９９９　３　 ０．１１１　２　 ０．１２９　７

　　注：各模型都为工具变量法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系数下方为ｚ统计量。＊、＊＊和＊＊＊分别表示为１０％、５％和１％
的显著性水平。

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逆向外包度为因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工资水平和质量用工成本对
逆向外包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相比于表２中总体样本回归结果，显著性没有发生改变，但两者的系
数方向发生了变化。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类似于制造业的生产，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劳动
用工成本和可用劳动力是这类服务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而技术的提高只是辅助作用，因此，劳
动密集型行业对于工资变化的强度异常敏感，以工资衡量的服务质量失效，东道国工资水平仅反映
该国家的用工成本，同时，将服务质量作为考虑因素纳入到相对用工成本的衡量中，其对逆向外包
的影响作用大大降低，甚至出现相反的结果。另外，东道国汉语水平的系数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
验，且系数为正，相比于表２，结果得到了改善，说明语言作为驱动力的确有其微弱的作用。
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逆向外包度为因变量的实证结果显示，工资水平和质量用工成本分别通过

了１０％和１％的显著性检验，而其他解释变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甚至出现与预期相反的效
果。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复杂且先进的高端科技技术，而发达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及其
全球顶尖创新性科学技术为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
展状况反映了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逆向外包的溢出效应，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高精
尖产品。因此，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将此类服务业外包至发达国家，继而，发达国家所能提供的
高服务质量和相对于高服务质量的高用工成本作为此类服务业外包驱动力的检验结果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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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相比于中国其他三种服务类型的逆向外包，以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业的逆向外包作为
考察对象，各驱动力对其的影响效果大大降低。其中，以工资水平衡量的服务质量高低和相对用工
成本变量，虽依然表现出与表２中总体模型回归中一样的系数方向关系，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汉语水平变量的显著性增强，表现出了假设３的预期效果。基于对此大类服务业分行业中间投入
数据的整理和实证结果，我们作出大胆猜测，由于此大类服务业外包数在总体外包中仅占较少部
分，导致各驱动作用并不明显，同时，这类服务外包受政府干预影响较大，特别是在此类外包中占
据绝大比例的教育逆向外包，例如，国内教育机构和学校为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效果，大量
聘用外籍教师，因此，汉语的掌握对于这些教师在中国生存和施教有极大的影响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被解释变量重新构建，新的逆向外包度表示如下：

ＲＯＳＳｉ＝∑ｋ∑ｊ

Ｘｊｋ
Ｙｋ
Ｍｉ
Ｍ

（８）

其中，Ｘｊｋ 表示第ｋ服务行业生产所需第ｊ服务行业的中间投入，
Ｘｊｋ
Ｙｋ
表示第ｋ服务行业总投入

中来自第ｊ服务行业产出所占的比重。基于Ｆｅｅｎｓｔｒａ和 Ｈａｎｓｏｎ［３０］［３１］将某行业的总进口占该行业总

消费之比近似代替该行业作为中间投入中来源于国外那部分比例的启发，本文将Ｍｉ
Ｍ
近似代替中间

投入中来自于ｉ国的那部分所占比例，因此
Ｘｊｋ
Ｙｋ
Ｍｉ
Ｍ
表示为第ｋ服务业生产中用第ｊ服务业产出作为

中间投入中来自ｉ国的那部分，即公式 （８）的经济学含义为，中国为生产本国服务业产品对第ｉ国
服务业产品的利用率，其可代表中国对第ｉ国的服务业逆向外包程度。
将新设定的逆向外包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检验模型 （７）中各解释变量对逆向外包的驱动作

用，结果如表５所示。其中，总体逆向外包、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及健康、教育和公共服务业的

表５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ｒｏｓｓ　 ｒｏｓｓｃ ｒｏｓｓｌ ｒｏｓｓｋ ｒｏｓｓｐ

ｗａｇｅ　 ０．０１６　４１７　１＊＊＊ ０．００６　０８６　６＊＊＊ －０．００４　０７７　８　 ０．００４　３７２　５＊＊＊ ０．００２　２３６　６＊＊＊

（３．０６） （３．１５） （－０．０７） （３．１１） （３．８３）

ｃｏｓｔ －０．３０９　５４７　７＊＊ －０．０９８　１９９　３＊＊ ０．０７４　９５０　２ －０．０７３　１７０　７＊＊ －０．０１９　７１３　７
（－２．２７） （－２．００） （０．０７） （－２．０５） （－１．３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０．１２０　５８７　５＊ ０．０５４　０８６　７＊＊ ０．００３　８９２　６　 ０．０２９　７６８　６＊ ０．０１４　３０１　３＊＊

（１．８４） （２．２９） （０．０３） （１．７３） （２．０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１　 ０．００９　２３７　１＊＊＊ ０．００２　４５８　５＊＊＊ －０．０１７　１９１　３　 ０．００２　４１６　５＊＊＊ ０．０００　９６２　５＊＊＊

（３．３６） （２．４８） （－０．７６） （３．３４） （３．２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２　 ０．０００　３１８　２　 ０．０００　２６９　５　 ０．００６　１４６　３　 ０．００１　０２９　８　 ０．００１　２０７　３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６０） （０．４４） （１．２５）

ｏｓｓ　 ０．０００　３１８　２　 ０．１４０　６６７　１＊＊ ０．０９０　０６５　４　 ０．０５６　４２０　７　 ０．０３６　２２８　９＊

（１．１９） （１．９３） （０．０７） （１．０６） （１．６４）

ｏｓｓ＿Ｌ　 ０．２７５　７３６　４　 ０．０６１　１７２　６ －０．０４２　３１９　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２　８　 ０．０２６　２６８　７
（１．２６） （０．７７） （－０．０６） （１．３４） （１．１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１４４
Ｒ２　 ０．２２１　９　 ０．２４２　４　 ０．１１５　９　 ０．１４６　７　 ０．００１　１

　　注：各模型都为工具变量法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系数下方为ｚ统计量。＊、＊＊和＊＊＊分别表示为１０％、５％和１％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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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外包的研究结果与上文中各模型检验结果不存在实质性差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模型中主要解
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相较于表４，比ｒｏｓｓｋ 模型更接近于总体样本回归。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回归结
果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工资水平及质量用工成本对外包的影响依然与表４中ｒｏｓｓｌ 模型相同，
其他主要解释变量的影响效果与理论假设更相符。因此，可以认为上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有效的。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目前，世界经济已进入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全球化转向基于全球创新链的服务业全球化

的新阶段。而逆向外包作为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创新链的重要途径，自兴起以来就备受学术界关
注。但纵观现有文献，各类研究几乎都是从逆向外包为企业、国家实现效益的角度出发，对逆向外
包出现的源头并未作出充分且令人信服的解释。笔者认为只有正确找出逆向外包得以成功开展的驱
动因素，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实施高水平、高效率的 “走出去”战略，才能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创新
性资源优势，跻身于全球创新链中。因此，本文着力于寻找逆向外包得以成功开展的驱动因素。
文章借鉴相关文献思想并通过分析传统离岸外包驱动力，分别提出逆向外包业务得以开展的五

个影响因素的假设，认为高服务质量、相对服务质量用工成本、语言沟通水平、双边政治关系及传
统离岸外包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逆向外包的开展，并构建逆向外包度指标和计量模型，使用面
板数据，对逆向外包的驱动力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发现：

１．以平均工资水平衡量的发达国家高服务质量能显著促进发展中国家对其开展逆向外包。通
过逆向外包业务的开展，母国企业可以与东道国合作企业签订培训或技术转让等条款，使得发展中
国家企业能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进而大幅度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逆向外包的技
术溢出效应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发达国家创新性资源的有效途径。按要素密集度分类，进一步实证中
国服务业分行业的逆向外包驱动力，发现除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分行业之外，高服务质量因素对中国
其他服务业分行业的逆向外包的开展依然有强烈促进作用。而发达国家工资水平变量对中国劳动密
集型服务业分行业的逆向外包的开展产生了负向影响，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对劳
动成本的高敏感度导致利用工资水平衡量服务质量的效果失效。

２．以发达国家用工成本与服务质量之比所表示的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因素对中国向其开
展逆向外包呈负向关系。这一点与传统离岸外包追求低用工成本类似。但逆向外包中的低质量用工
成本与单一的劳动工人工资衡量的成本不同，它更多的是要求服务质量的提高幅度快于劳动成本的
上升速度。同样，对于各类服务业分行业的逆向外包，相对服务质量的用工成本因素依然对其有负
的显著性影响。

３．在众多模型检验中发现，由于汉语在各发达国家普及率还不高，对中国对其成功开展逆向
外包只表现出了弱的驱动作用。

４．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是中国向各国成功开展逆向外包的主要驱动力。

５．传统离岸外包对中国逆向外包开展情况有促进作用，但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且其滞后一期
变量与预期不符，说明在中国，以子包形式存在的逆向外包业务并不多见。

（二）建议
虽然通过大量研究都证实了逆向外包有利于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增强国际地位，并为我国带

来创新技术和高科技人才，帮助我国实现产业优化和结构升级。但中国能否顺利开展逆向外包，并
非纸上谈兵。
首先，在进行逆向外包业务之前，应注重区位选择。实施逆向外包的目的除了要更好地创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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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业务互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网络全球高科技
工程人才，因此，逆向外包对接包国家的人才素质及科技技术要求较高。
其次，政府应发挥推动中国企业向发达国家开展逆向外包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制定相关

产业政策，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的有效开展，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加快逆向外包进程，进而加大对外
开放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存在着大量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型企业，其发展的滞后严
重阻碍了其 “走出去”的步伐。因此，着力改善中小企业开展逆向外包业务的环境应成为当务之
急。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既应从改善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环境入手，简化海外投资、并购等的审批
程序，也可以给予中小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加大对其开展逆向外包的金融支持等。另外，中国如
想加快逆向外包步伐，应努力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在 “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实施下，中国不
断加深与沿线国家在交通运输、能源工业等领域的合作，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一条重要渠道，也为
我国向沿线国家开展逆向外包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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